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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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重庆市308位参与精准扶贫活动的科技特派员的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科技特派员的胜任力特征对精准扶贫过程中帮扶效果的影响关系。研究得出：科技特派员的胜任力模型包括思想意识、工作技能、指导帮扶能力、创业帮扶能力四个维度19项指标。科技特派员的思想意识对其创业帮扶能力具有较强的积极影响，工作技能对其指导帮扶能力和创业帮扶能力均具有积极影响，优秀的帮扶能力可以对精准扶贫帮扶效果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应根据该胜任力模型建立提高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的培训长效运行机制,完善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创业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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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30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involved i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vities in Chongq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et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on the help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includes 19 indicators of four dimensions: ideology, work skills, ability to guide and help, and entrepreneurial assistance.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has a strong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ability to help poor villagers. Job skill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ability to guide and help poor villagers. Excellent ability to help can produce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positive effect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competency model, a long-term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 its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e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competenc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ookmark: _Hlk527379135]0 引言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战不断取得决定性进展，大量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百分之四以下。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然而，我国扶贫脱贫工作在不断适应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带来的减贫效应在不断下降，另外，扶贫资金漏损、无法识别到户、针对贫困区县的扶贫靶向效应不显著、无法摸清贫困户贫困原因、扶贫创业项目无法持续推进等问题都表明传统的“大水漫灌式”、“输血式”扶贫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前扶贫工作的进程。目前国际贫困治理的思路逐渐从普遍偏向的普惠式扶贫向精准偏向的瞄准式扶贫转变，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模式也在不断趋向精准化[1]。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对湖南湘西进行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此后，中央以及各级部门详细规制了相关系列文件，“精准扶贫”也成为我国扶贫开发进入决胜阶段的治理战略和制度安排。有学者指出，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新时期创新农村科技服务推广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助推精准脱贫、解决基层“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和有益探索[2-3]，自1999年在福建省南平市第一次提出该制度，经多年推广实践，科技特派员已经成为多个地区精准扶贫生力军，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科学选派能力素质等方面适合该工作的科技特派员并使其发挥最大潜力，而胜任力模型是在管理学不断发展过程中被逐渐认可并成为主流的研究科技特派员等管理人员岗位匹配度的载体。
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胜任力模型选拔出具有较强胜任力的科技特派员，再结合贫困村致贫原因、贫困程度、科技需求等因素精准匹配具有不同胜任力的科技特派员。许多学者对科技特派员制度自推行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发现政策因素、工作特征因素、个体认知因素等都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成效影响较大。在对科技特派员服务质量进行研究时，虽然该服务体系构建已较为成熟，但有学者发现这其中科技特派员服务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不仅与科技特派员自身定位模糊有关，也反映出岗位匹配不合理带来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的严重性。然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总结，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科技特派员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创新创业等科技特派员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虽有少量学者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与精准扶贫联系起来，但尚未有将科技特派员个体因素与其岗位结合起来对其胜任力进行的系统研究。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工作
科技特派员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按照一定程序选派，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民看病难问题，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需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农业科技园区和产业化基地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科技特派员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相关理论的研究总结已经相当成熟。大部分科技特派员工作都是与农村扶贫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与科技特派员制度产生的初衷相一致。科技特派员与农民作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主体，形成了信誉共同体模式、农业科技园区模式、科技特派员企业模式、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模式、科技特派员协作创新团队模式等结合方式[4]。李金龙、修长柏借鉴美国三位一体农技推广体系、日本农协主导的民办营农指导体系以及荷兰私人农业咨询组织主导的技术密集型农技推广体系丰富了我国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5]。实践表明，农业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农村科技现代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模式。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针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精准扶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治理体系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确保当前农村走出扶贫困境的必要之举。精准扶贫政策自提出以来不断发展，模式推陈出新，许多试点地区取得显著成绩，但在其推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如成本高、效率低、损害贫困人口的自主性以及排斥非贫困人口产生新的社会不公等问题，面临着贫困户参与度不够，帮扶政策不灵活，扶贫资金有限，驻村扶贫工作队积极性不高效果较差等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平衡政府、贫困者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构建创新扶贫机制，改“输血”为“造血”，不再直接输送资源而是引导社会为贫困人口创造发展机会[6]。
在技术层面，章昌平、林涛构建了以贫困人口为中心的大数据关联整合方案的理论模型，形成了同基于业务流程的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互补的横向整合方案[7]；汪磊、许鹿等利用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解决扶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使精准扶贫机制由政府驱动逐渐演化为数据驱动[8]；王雨磊以农村精准扶贫为例，分别探讨了国家和基层管理人员如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构实施数字治理技术以及生产特定情境的数字信息，提出数字下乡不同于以往指标管理的三个维度，分别为数字在地化、数字系统化以及数字逻辑化[9]。在模式层面，学者们观点各异，翁伯琦、黄颖认为应依靠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来带动精准扶贫[10]；宫留记提出应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新型市场化扶贫机制，为精准扶贫提供顶层设计[11]；赵晓峰认为农村合作社这种制度安排的益贫性使其成为精准扶贫的理想载体，在国家与贫困农户之间充当中介组织的角色，提高了国家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12]；王晓毅根据对贵阳和甘肃十二个村庄的访问探讨了如何通过驻村帮扶更好的实现精准扶贫，指出政府应加强对驻村帮扶干部的系统性和周期性培训[13]；申云、彭小兵基于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开展的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要好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14]；王嘉毅指出了教育支持在精准扶贫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15]；唐智彬指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服务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16]；亦有较多观点偏向于促进精准扶贫走上法制化轨道。然而，纵观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以及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后涌现的大量相关文献，从科技特派员参与精准扶贫工作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目前只有一些地方报纸对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事迹进行报导，说明该模式还处在摸索和宣传推广阶段，尚未形成一种可理论化的操作范式。
1.2科技特派员胜任力及其影响因素
“胜任力”的概念最早在70年代由McClelland, D.C.提出，是用以区分某一工作中的普通者与有卓越成就者的深层次特征，主要包括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且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17]。Spencer, L.M.据此提出了胜任力的冰山模型，他认为胜任力是个体的潜在因素，由“冰山上面”与“冰山下面”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易于测量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后者包括社会角色、自我认知、动机和个性特征等不易被观察到的因素[18]。Boyatzis, R.E.在对12个工业行业共41个管理职位的2000多位管理者进行分类分析后，得出了包括 6 大特征群及 19 个子胜任力的管理人员胜任力通用模型，同时该模型揭示了胜任力具有由内而外可以逐层观察和测量的特征，因此也被称作胜任力的洋葱模型[19]。早期的研究集中于构建通用行业的胜任力模型，随其发展在90年代逐渐形成了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等一系列成果，由通用模型转向特定行业和岗位。进入21世纪，胜任力研究的理论层面已经相当成熟，国内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实证研究，大部分学者开始对某一特定岗位人员的特定维度如技术能力、社会能力、创新力和创新技能等进行胜任力模型的构建，集中于高校及医护人员、企业销售人员、各阶层创业者、中高层管理者、公务员等岗位，近几年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冷门职业胜任力模型的构建，如情报分析人员、舆情管理人员等。
本文研究的主体是科技特派员胜任力。胜任力理论指出应针对特定岗位构建特定类型的胜任力模型，这不仅使人员选拔、绩效考核等工作的实施更有针对性，也有利于自我检验及工作能力提升。科技特派员作为一个规模化的群体进入人们视线的时间较短，且该制度又极具中国特色，所以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关于科技特派员胜任力模型的研究。考虑到科技特派员这一角色兼具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的性质，因此本文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基层干部、公务员、技术人员等相关岗位的胜任力模型，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构建科技特派员的胜任力模型。
按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基层干部胜任力一般分为基础能力、工作能力、政治能力三个大类，更加详细的分类包括业绩导向、制度建设、政策推演、综合思维、影响力、性格动机、职业品德、人际关系和团队领导等。卢冲、庄天慧针对性地对承担贫困村脱贫任务的基层干部进行研究，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提出基层干部的胜任力模型，主要包含价值认同度、脱贫责任感、协调沟通能力、组织实施、学习能力、专业知识、职位特征七个维度[20]；胡月星对宁波市基层干部进行胜任力特征调查，得出五项核心能力要素，分别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组织实施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以及联系群众能力[21]。在构建公务员胜任力模型时，学者们均围绕技能、社会角色、自我认知、个性特质、动机等角度进行研究，张宝生创新性地提出了德、勤、绩、廉四个通用指标以及领导职能和非领导职能两个专业指标[22]；田蕴祥通过对OECD国家公务员体系人力资源改革内容的梳理分析对我国高级公务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提出相关建议[23]；赵源以联合国业务人员和司法人员为研究对象区分了国际公务员在处于不同职位层级时对胜任力特征的不同要求[24]。现有研究中对技术人员胜任力模型的讨论较少，这与人们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管理人员需要考虑胜任力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而技术人员只需关注自身知识技能提升的偏见有关。实质上除了专业知识技能、学习创新能力等基本要素，技术人员的合作意识、沟通交往能力、市场驾驭能力、心理自我平衡能力等因素同样重要。田壮通过对浙江省部分省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访谈调查，提出了该群体的六维度模型，包括信息收集、市场导向、渐进创新、系统思考、教学能力和岗位奉献[25]；冯明针对制造业工程技术人员鲜少成功转换为管理人员这一现象对不同技术人员进行测试，发现在管理上具有潜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结构化面试和情景判断测试中表现较好[26]。因此，科技特派员作为技术人员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时，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作为基本的硬件条件，更需要类似公务员及基层干部作为管理人员所需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市场驾驭能力、责任意识、价值认同等软实力。
结合国内外研究，本文将科技特派员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时的胜任力特征概括为：奉献精神与宗旨意识、团队意识、与农户沟通协调能力、创新学习和专业技术能力、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指导帮扶能力、创业帮扶能力、帮扶效果八个方面，具体涵义描述见表1。科技特派员的各项胜任力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表1 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特征的定义                                                 
	胜任力特征
	具体涵义

	奉献精神与宗旨意识（INI）
	全心全意为贫困户服务，深入了解并为其脱贫无私奉献

	团队意识(TMW)
	团队意识指整体配合意识，分为团队目标、团队角色、团队关系及团队运作过程四个方面

	与农户沟通协调能力(CMC)
	在日常工作中妥善处理好上级、同级、下级等各种关系，使其减少摩擦，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的能力

	创新学习和专业技术能力(PTA)
	在日常工作中学习实践能力以及对相关技术的推广的能力

	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PAI)
	积极关注国家相关政策并与贫困地区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能力

	指导帮扶能力(GHA)
	具有亲和力，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有效传授给贫困户的能力

	创业帮扶能力(SAB)
	和贫困户共同创业或通过自己创业为贫困户提供脱贫渠道的能力

	帮扶效果(EFT)
	贫困地区收入提升程度以及贫困户观念改变程度




图1 科技特派员的胜任力特征理论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问卷及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关键事件访谈法对科技特派员的关键行为进行主题分析，首先对重庆市40名科技特派员进行访谈，根据对访谈文本的深度分析，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对调查问卷中包含的变量以及测量项目进行初步设计。其次抽取150名科技特派员进行问卷的预调研，并对结果进行因子分析以及信效度分析，结合受访者的反馈形成最终量表。问卷设计采用Likert 5 衡量方式，对每个问题项的内容采用1至5的量化分数，其中“1”表示完全同意，“2”表示比较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不太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
问卷主要包括两大内容：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职称、单位来源）以及胜任力特征测量指标。本次问卷在2017年6月份进行，借助重庆市科委平台向参与过或正在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科技特派员发放问卷。共发放350份问卷，收到有效问卷308份，有效回收率达88%。
2.2样本统计
（1）受访科技特派员的基本特征
参与调查的重庆市科技特派员的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科技特派员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选项构成比（%）

	性别
	男（69.48%），女（30.52%）

	年龄
	[bookmark: _Hlk519636084]<36岁（22.73%），36～40岁（24.03%），41～45岁（16.23%），46～50岁（18.18%），>50岁（18.83%）

	从事科技特派员工作年限
	<3年（40.26%），3～5年（34.42%），6～9年（13.64%），年（11.69%）

	职称
	正高（35.06%），副高（37.01%），中级（24.03%），初级（0.65%），其它（3.25%）

	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2.60%），本科、大专（27.27%），硕士（44.16%），博士（25.97%）

	来源单位
	行政事业单位（18.18%），科研院所（49.35%），高校（27.27%），企业（4.55%），乡土人才（0.65%），其它（0）


（2）受访科技特派员的胜任力特征
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对科技特派员的深度访谈，胜任力的特征部分划分为八个维度，根据上述对量表中问题项量化分数的定义，量表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测量指标
	均值
	标准差

	奉献精神与宗旨意识（INI）
	责任意识（INI 1）
	1.34
	0.574

	
	主动性（INI 2）
	1.52
	0.715

	
	物质激励影响（INI 3）
	1.93
	0.591

	
	了解政策（INI 4）
	2.06
	0.804

	团队意识（TMW）
	团队合作（TMW 1）
	2.28
	0.665

	
	合作目标（TMW 2）
	1.77
	0.833

	
	合作顺畅度（TMW 3）
	2.33
	0.761

	沟通协调能力（CMC）
	沟通顺畅度（CMC 1）
	2.12
	0.740

	
	协调能力（CMC 2）
	2.29
	0.639

	创新学习与专业技术能力（PTA）
	专业技术（PTA 1）
	1.94
	0.760

	
	市场拓展（PTA 2）
	2.34
	0.178

	
	长远规划（PTA 3）
	1.03
	0.209

	
	管理能力（PTA 4）
	1.05
	0.611

	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PAI）
	利用政策（PAI1）
	1.75
	0.617

	
	研究政策（PAI 2）
	2.19
	0.889

	
	传播政策（PAI 3）
	2.60
	0.574

	指导帮扶能力（GHA）
	服务模式多样性（GHA1）
	2.42
	0.814

	
	带动能力（GHA2）
	2.23
	0.665

	
	条件依赖度（GHA3）
	2.66
	0.803

	创业帮扶能力（SAB）
	风险承受（SAB1）
	2.68
	0.798

	
	共同致富（SAB2）
	1.47
	0.607

	
	成就感（SAB3）
	1.54
	0.584

	
	整合资源（SAB4）
	2.37
	0.792

	帮扶效果（EFT）
	增收能力（EFT1）
	2.24
	0.627

	
	产业升级（EFT2）
	2.32
	0.756

	
	观念改观（EFT3）
	2.10
	0.739



2.3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特征及其精准扶贫帮扶效果属于潜在变量，不便于直接观察和测量，且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可以有效处理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并可将难以避免的误差纳入模型之中[27]。因此，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效果的胜任力特征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其中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的关系，SEM一般由三个矩阵方程式组成：
	   	（1）
	  	（2）
		（3）
方程（1）和方程（2）为测量模型，x表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y表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外源指标在外源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内生指标在内生潜在变量上的因子载荷矩阵。方程（3）为结构模型，其中表示内生潜变量，表示外源潜变量，表示内生潜变量间的关系，表示的是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以及分别表示外源指标x、内生指标y以及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本文的结构方程中主要估计的参数包括:外源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系数；可测变量与潜变量的测量方程系数；可测变量的误差项（反映剩余误差的大小）；误差项与误差项之间的协方差（反映可测变量之间的关联）；外源潜变量的方差。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SPSS19.0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个题项Cronbach’α值均在0.7以上，整体问卷的Cronbach’α值为0.892,且各个题项与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说明问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及可靠性；KMO值为0.846，Bartlett球体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 518.931，自由度为325，且达到显著，说明本研究样本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做因子分析。
上述的分析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接下来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目的是找出影响观测变量的因子个数以及各个因子与观测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本文运用SPSS19.0对全部26个影响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效果的胜任力因素进行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因子抽取，在6次迭代后得到8个大于1的特征值，利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旋转后取负载大于0.4的因子。根据统计数据，8个因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达66.632%，说明26个变量六成以上可以用这8个公共因子（奉献精神与宗旨意识INI、团队意识TMW、沟通协调能力CMC、创新学习和专业技术能力PTA、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PAI、指导帮扶能力GHA、创业帮扶能力SAB、帮扶效果EFT）来解释，问卷各变量之间的结构设计是合理的。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因素后，本文利用LISREL8.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模型进行拟合。根据26个观测变量建立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特征的测量模型，初次拟合结果显示，模型的RMSEA值为0.084，说明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效果未达到理想状态。观察各个指标因子的标准化负荷，显示物质激励影响（INI3）、长远规划（PTA3）、管理能力（PTA4）和条件依赖度（GHA3）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较低，分别为0.41、0.44、0.47、和0.43，未达到Fornall和Larcker提出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大于0.5的标准[28]，说明相对于其它变量而言，上述变量对模型的影响较小，因此采取逐步删除法调整模型。依次删除上述四个变量，每删除一个变量后对模型进行重新拟合，拟合结果显示模型的RMSEA值在逐渐降低，最终结果为0.078，其它保留变量的因子载荷也有所增加。
本文采用以下评价指标衡量测量模型的拟合情况：卡方自由度比值（）、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残差均方根（RMR）、非常规拟合系数（NNFI）、常规拟合系数（NFI）、比较拟合系数（C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模型输出结果如表4，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建议值。
3.3 模型路径分析与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LISREL8.7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模型。通过上述测量模型的拟合过程剔除了对潜变量影响较弱的观测变量，因此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时不再考虑物质激励影响（INI3）、长远规划（PTA3）、管理能力（PTA4）和条件依赖度（GHA3）这四个变量。衡量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的指标与上述衡量测量方程的指标相同，具体结果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基本达到建议值标准，虽然常规拟合系数（NFI）仅达到标准线，但指标整体上反映了本文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实际收集到的问卷数据拟合良好，适合对假设进行验证。
表4  模型拟合指数
	[bookmark: _Hlk519351579]指标描述
	
	SRMR
	RMR
	NNFI
	NFI
	CFI
	RMSEA

	建议值
	<5
	<0.05
	<0.05
	>0.9
	>0.9
	>0.9
	<0.08

	测量模型
	2.06
	0.041
	0.031
	0.94
	0.92
	0.91
	0.078

	结构方程模型
	2.08
	0.038
	0.022
	0.93
	0.90
	0.93
	0.072


[image: ]在模型拟合过程中由于模型识别问题，将宗旨意识（INI）和团队意识（TMW）合并为思想意识（CONS），将沟通协调能力（CMC）、创新学习与专业技术能力（PTA）以及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PAI）合并为工作技能（SKILL）。图2为调整后最终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图中椭圆形为潜变量，矩形代表观测变量，展示了模型中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关系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图2 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效果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通过对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相关路径系数的分析，得到关于假设模型的结论，除去思想意识对指导帮扶能力的影响路径不显著之外，其它主效应假设路径均得到支持。由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得出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归纳如下：
（1）科技特派员的思想意识对其创业帮扶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0，但未对其指导帮扶能力产生显著影响。思想意识主要包括奉献精神与宗旨意识以及团队意识，其对不同帮扶能力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可能与目前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关。当前，重庆市科技特派员队伍由不同部门、不同层面的科技人员构成，组织较为松散，且科技特派员服务时长相对固定，在一定时间内服务特定区域，造成基层服务的不连续，这可能是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测量变量——长远规划能力（PTA3）不显著的原因，即在一定的工作时限内科技特派员即使想对自己的帮扶行动做长远规划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特派员并未与服务地区形成共同体关系，而是以类似于完成原单位或市科委指派任务的形式存在。因此，这种松散的关系导致科技特派员的奉献精神、宗旨意识、团队意识等思想意识对指导帮扶能力的影响就微乎其微，无法体现出来。此外，在本文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思想意识的测量变量——物质激励影响（INI3）被删去，这可能与当前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制度中激励措施不完善有关，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经费管理办法缺失、项目经费遭受扣押冻结等问题，这就使得力量原本就相对薄弱的科技特派员个体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在调查结果分析中物质激励影响较小，路径系数表现为不显著，这也是造成思想意识对指导帮扶能力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对于科技特派员的创业帮扶能力，基于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制度中“公益型、创业型、农村流通型、信息服务型”的定位以及在实践中创造的科技特派员创业与服务模式，可见创业帮扶在重庆市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帮扶方式不同于一般的指导帮扶，而是以一种与基层长期合作的方式存在。创业行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科技特派员本身也需要投入一定资本，此种形式下没有一个积极的思想意识是无法推行下去的。因此，在当前重庆市科技特派员制度下，科技特派员积极的思想意识会对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创业帮扶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一般的指导帮扶能力影响不显著。
（2）科技特派员的工作技能对其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指导帮扶能力和创业帮扶能力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均为0.59。这表明沟通协调能力、创新学习与专业技术能力以及政策解读与贯彻能力作为科技特派员胜任力模型其中三个维度的理论是成立的。首先，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农民间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且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薄弱，这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科技特派员工作推进产生阻碍作用，因此科技特派员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除了积极的思想意识，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相对于贫困村的书记、大学生村官、党建指导员以及区镇村干部等公务人员日常专注于管理工作，科技特派员更大的作用在于其专业技能的运用，前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做什么事情来使贫困户脱贫”，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怎么做这些事情来使贫困户脱贫”，这就对科技特派员的创新学习与专业技术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也可能是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工作技能的测量变量——管理能力（PTA4）不显著的原因，虽然目前大部分关于科技特派员胜任力的研究都提出科技特派员需要兼具技术人员与管理者的职能，但显然专业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在管理能力之上。随着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不断发展成熟，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必然会日益提升。
最后，对于政府政策的把握也是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过程中必备的工作技能之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精准扶贫”自提出以来已经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可见中央对此关注度之深，而相关政策也是层出不穷。因此，要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科技特派员必须紧跟政策，不仅要做到自己熟悉相关内容走向，更要经常给贫困户组织政策培训会，传达解读中央精神，结合相关政策引进相关创业项目，这样才能提升科技特派员的指导帮扶能力和创业帮扶能力。
（3）科技特派员的指导帮扶能力和创业帮扶能力均对其精准扶贫帮扶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69和0.27。从上述各个影响路径可以看出，科技特派员积极的思想意识以及优秀的工作技能极大增强了其指导帮扶能力和创业帮扶能力，使贫困地区的贫困户观念得到很大改观，增收能力不断上升，随着创新创业项目的推进地区产业也得到升级，因此，科技特派员的帮扶能力对其精准扶贫帮扶效果的影响是显著的。
4 政策启示与展望
4.1 政策启示
第一，根据本文构建的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胜任力模型建立提高其胜任力的培训长效运行机制。一方面，要重视对科技特派员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培养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快速熟悉派驻地区的风土人情以达到与贫困户的有效沟通，进而使帮扶工作更加顺畅。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科技特派员专业技术能力的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让科技特派员与科技服务实践有机结合，围绕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机制与模式、农业科技企业的创新管理和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政策宣讲和理论讲解，不断提高科技特派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
第二，完善科技特派员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创业管理体制，提高贫困户的生产实践水平，使其积极融入创业项目中去。一方面，要加强科技特派员体系里创业人员的管理，通过科技特派员的服务环节和种类形势的实际状况，实行不同的创业服务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在评估科技特派员提出的创业项目时，相关部门应充分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待贫困地区发展。应推进相对可持续项目的发展，杜绝只注重短期利益、资源消耗型项目的推进。
第三，根据本文构建的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胜任力模型创新科技特派员的选派机制。一方面要改变自上而下的选派做法，将科技人员所在单位推荐和基层遴选推荐相结合，同时不断发展科技特派员登记制，拓宽科技特派员的来源渠道，寻找科技特派员与贫困户之间的契合点，使科技特派员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有精准扶贫工作经验的科技特派员，应加强地区联动，保持地区间的合作交流，破解贫困地区连片性难题，引导未参与过精准扶贫工作的科技特派员更好更快适应贫困地区扶贫工作。
第四，完善科技特派员激励机制，鼓励特派员以有偿服务、技术参股、资金入股、项目承包等进行科技推广服务，建立政府专项经费，对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专项资金拨付，以科技项目的形式立项。
4.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文以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活动为出发点，研究其胜任力的各个构成因素对精准扶贫效果的影响。但是，部分研究还不够深入，如科技特派员的思想意识组成有待进一步挖掘，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创业式扶贫可以做进一步探究。此外，本文使用重庆市参与精准扶贫活动的科技特派员填写的量表来衡量这个群体的胜任力，存在定量分析的弊端，结果的科学性受到科技特派员地域、经验以及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样本的选择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未来可选择更多地域进行深入探讨，也可对创业式扶贫进行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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